
書評

任劍濤：《公共的政治哲學》（北

京：商務印書館，2016）。

七十年的歷史分為「前三十年」

（1949年到文革）與「後四十年」（改

革開放後）兩部分。在共和國成立

七十周年之際，特別是在最近兩年

中國公共政治正在發生微妙變化的

時期，如何回顧當代中國公共政治

發展七十年的曲折歷程，總結與反

思「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遭遇

的挫折與困境，從而為將來中國政

治體制改革勾畫願景與期待，是大

多數中國政治學人在這段時間不得

不思考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與氛圍下來閱讀

任劍濤先生的著作《公共的政治哲

學》（引用只註頁碼），可謂恰逢其

時。這是因為我們在閱讀的過程

中，會不由自主地把當代中國政治

發展的七十年歷史，以及最近兩年

中國公共政治發生的微妙變化和各

種現象，與作者對西方公共政治哲

學的理論分析以及某些公共政治現

象的學理闡釋進行對照與聯想，從

而加深對兩者的理解。特別是，作

者在書中提出了一些頗有原創意味

的概念與分析框架，例如「私人領

域公共化」與「公共領域私人化」，

公共的微言大義
——評任劍濤《公共的政治哲學》

● 文明超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9年6月號　總第一七三期

一　困惑

到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 

經成立七十年。人們通常以1978年 

為界，把共和國的歷史分為前後兩

段。因此，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

任劍濤的《公共的政

治哲學》提出了一些

頗有原創意味的概	

念與分析框架，例如	

「私人領域公共化」與

「公共領域私人化」，

似乎是為中國問題	

量身訂造，對人們理

解「前三十年」與「後	

四十年」中國公共政治

的本質特徵與困境，

非常有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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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書評 似乎是為中國問題量身訂造，對人

們理解「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

中國公共政治的本質特徵與困境，

非常有啟發意義。

在經過這樣一番對照閱讀之

後，敏銳的讀者也許會隱約意識

到，這本著作其實並不是一本單純

的西方理論研究作品。誠然，本書

分為八章，從八個議題入手，對西

方公共政治哲學理論、公共政治的

實踐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剖析，被

譽為「漢語學界首次對公共進行深

入系統研究的政治哲學著作」（封

底）。然而，一旦我們帶着中國問

題意識深入其中，就會發現本書更

像是為當代中國公共政治實踐提供

政治哲學反思而作。

許多讀者或許會認為，上述論

斷存在着過度解讀的嫌疑，因為任

何人只要認真讀完本書都不難發

現，本書提及「中國」的地方屈指

可數。只有在極少數地方，例如在

論及傳統政治及革命問題的時候，

「中國」二字才很不情願地被作者

「擠出」頁面之上。因此，那些熟悉

任劍濤的著述及學術旨趣的讀者，

在耐心讀完這本充滿嚴謹的概念辨

析與理論辯難的著作後，可能會產

生這樣一種困惑，甚至是遺憾：一

位富有中國政治現實關懷的政治學

者，耗費數年光陰完成的這本五百

多頁的著作中，竟然沒有任何對當

代中國公共政治現實的專門論述。

原因何在？

這樣的閱讀困惑其實早在作者

的預料之中。作者在〈後記〉中特別 

提到，本書以西方政治哲學作為主

要論題，「會讓人們質疑筆者的中

國關懷問題」。但作者很快指出：

「就直接表達自己的中國關懷而言， 

本書研究主題無疑限定了筆者對之

的直觀呈現。但這並不等於說本書

讓中國關懷全然隱退。事實上，本

書的中國關懷之深沉和全面，幾乎

可以說滲透到字裏行間。」為此，

作者提出幾個方面的辯護：第一，

這本書雖然以西方理論為主題，

「但卻是中國體驗而非西方體驗的

產物」，因此本書的分析「是一種以

中國經驗為基礎的西方理論解

釋」。第二，本書的選題是建立在

漢語學界關於「公共」的認知基礎

上，並且它所要對話的對象是漢語

學界的學者，「參與漢語學術界的

相關學術爭論」。第三，儘管本書

着眼於西方公共政治理論與實踐的

分析，「但這種描述分析，並不打

算為西方國家開列改善其公共狀態

的對策」，反而針對的是中國的現

代公共政治實踐。因而作者宣稱：

「本書完全受到中國關懷的引導。」

（頁564-65）

這段言辭懇切的文字表明，前

面提到的種種閱讀困惑完全是誤

解。作者鄭重提醒我們要注意書中

字裏行間滲透出的中國關懷，同時

也暗示本書雖然以西方公共理論作

為研究主題，但對西方理論的研究

是為了解釋中國問題。由此我們不

難理解，作者為何沒有在書中詳盡

羅列、介紹西方最新的公共政治哲

學著作。在整本書的分析與論述過

程中，作者也無意追逐或附和最新

潮、受人追捧的觀點。例如，當西

方學者普遍哀歎公共精神衰落而呼

籲公民美德的時候，作者卻着重強

調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作用；當

不少中國學者受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與施特勞斯（Leo Strauss）

的影響而緬懷古典公共政治的時

本書對西方公共政治

哲學理論、公共政治

的實踐進行了系統而

深刻的剖析。然而，

一旦我們帶着中國問

題意識深入其中，就

會發現本書更像是為

當代中國公共政治實

踐提供政治哲學反思

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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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義	
候，作者卻宣稱「回歸古典」只不

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取捨之間，

與其說體現了作者的理論偏好，不

如說顯示了作者對中國獨特的政治

現實及其改革需求的判斷。

如果說，「在每一本政治理 

論著作背後都有一個『首惡元兇』

（summum malum），也就是作者在

政治生活中最恐懼或最蔑視的那種

東西」1，那麼促使任劍濤寫作本

書的「首惡元兇」無疑就是他的中

國問題關懷，只不過它被作者以微

言大義的方式隱藏在對西方理論的

論述之中。究竟這個被隱藏起來的

中國問題是甚麼？作者是如何分析

這個問題的？其意義何在？尤其是

它對我們理解與面對近兩年中國政

治的微妙變化有何啟示？這些問題

對於了解這本重要著作的內容及其

學術意義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本

文嘗試通過解讀與分析本書的「微

言大義」來回答這些問題。

二　微言

隱微寫作並不是古人的專利。

在任何時代，只要言論自由得不到

切實保障、公共問題不能公開討

論、公民意見不允許充分表達，人

們就不得不以微言大義的方式把他

們的真實觀點隱藏在字裏行間。因

此，當中國某些學者把施特勞斯關

於古代哲人隱微寫作技藝的闡釋及

其實踐，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哲學

創見在國內進行推廣的時候2，為

現代主流政治理論辯護的學者與知

識份子早已默默實踐了數十年。這

些學者與知識份子利用他們因深厚

學識而擁有的「信息不對稱」優勢，

把他們無法公開表達的觀點隱藏在

艱深晦澀的文本中，以此迴避政治

風險。就此而言，本書堪稱典範。

大體上，本書的隱微寫作方式

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考察。首先是話

語技術層次上對敏感問題的學術化

陳述。作者通過抽象的概念、普遍

化的敍述方式，把他對普遍國家的

現實問題用學術語言陳述出來，以

此迴避影射特定國家或特定政治勢

力問題的指責。細心的讀者不難發

現，作者在描述某種政治現象時，

常常使用一些生僻而晦澀的語句。

在某些地方，作者甚至寧可採用

「私人（有）化集團」這樣拗口的術

語，也不願使用「政黨」或「黨派」這 

個政治學概念（頁131-38）；政黨的

英文“party”具有「部分」、「黨派」

之意，其實非常符合「私人（有）化

集團」所要表達的意思。作者這樣

選擇無疑是想迴避影射現實而帶來

的政治風險。就此而言，作者的中

國關懷確實「滲透到字裏行間」，但

在話語技術的微觀層次上，我們只

能得到零散的信息，無法窺探整本

著作所要探討的中國問題。

其次是議題層次上的「隱微對

話」。從話語分析方法來看，所謂

「隱微對話」，其實就是一種不明確

的互文性手法，即「一個文本可能

在另一個文本未被明確暗示出來的

情況下，『結合』另一個文本：例

如，人們可以通過用語詞表達他自

己的文本的方式來回應另一個文

本」3。在本書中則體現為：作者

在各個議題的分析與闡述過程中對

西方各種理論的批評或支持，表達

其理論立場及對中國政治現實的判

斷，並以此「不點名地」回應國內

某些學者的觀點。那些熟悉當代中

本書的隱微寫作方式

首先見於話語技術層

次上對敏感問題的	

學術化陳述。在某些

地方，作者寧可採用	

「私人（有）化集團」這	

樣拗口的術語，也不

願意使用「政黨」或

「黨派」這個政治學概

念，無疑是想迴避影

射現實而帶來的政治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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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國知識份子之間的爭論的讀者或許

會意識到，作者關於「公共」與「公共 

性」的區分，針對的是汪暉等學者

對「公共性」概念的理解與使用4；

對古典公共與現代公共的討論，也

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劉小楓、甘陽等

學者對施特勞斯學派古典政治哲學

的推崇5。

這些「隱微對話」參與的爭論

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不能把它們

視為本書的中國政治關懷所在。本

書並不是一本爭論性著作，而是一

本在中國政治經驗基礎上進行系統

性理論建構的著作。這些爭論只不

過是理論建構的副產品，而不是它

的主旨。這也意味着，作者關心的

是一個比這些爭論更宏大的中國問

題，這些爭論只是這個宏大問題的

具體議題之爭。因此，本文不打算

在這個層次討論這些爭論。一旦我

們弄清楚這個更宏大的中國問題，

再回過頭來審視作者與這些學者的

爭議，會發現作者其實設置了一個

溫良而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對話框

架。這個框架對於當前國內各派學

者擺脫「各說各話」、「互不妥協」的 

「政治神學」態度，重構中國公共政

治未來的討論，具有重要意義。然

而，要弄清楚這一點，需要我們繼

續往上追問，把握該書主題層次的

「微言大義」。

這樣，我們最終從「議題」層

次進入全書「主題」層次，來探討

其中隱藏着的中國問題，這也是本

文分析的重點。在此，我們需要面

對兩個難題：第一，貫穿全書的主

要問題是甚麼？第二，作者如何在

當代中國公共政治的歷史與現實反

思中發現這個主題？要回答這兩個

問題頗不容易，涉及對本書的細緻

文本解讀。由於篇幅所限，在此筆

者只能做一個概要性的解釋。

首先，本書雖然有八個議題，

但如果我們仔細研讀，當會發現這

八個議題其實有一條主線或一個主

要問題貫穿其中，那就是：在一個

現代社會中，該如何實現公共領域

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平衡，從而避免

「私人領域公共化」（簡稱「公共

化」）和「公共領域私人化」（簡稱

「私密化」）的危險？作者指出，「所

謂公共化，就是將私人的完全融入

到公共領域，使私人的一切在公共

權力、公眾視野的光照之下，從而

使公共的公開性與私人的隱匿性界

限完全被取消」。在這種狀態下，

公共權力完全控制私人生活，公共

價值、理念完全壓制個人偏好。而

「所謂私密化，就是將公共權力與

公眾視野完全遮蔽在私人生活之

中」。在「私密化」的狀態下，「一

切關乎公共的理念、制度與具體事

務都沒有人關注，人們要麼陷入內

心的心理體驗而自閉，要麼進入一

種吃喝玩樂的日常自然生活的張狂

狀態而忘情，要麼掉進躲避崇高而

自我欣賞其低俗和流氓的陷阱而自

娛」（頁125-26）。

現代社會具有一個公私領域互

相區分但又互相滲透的複雜結構。

在這種複雜結構中，公私領域要維

持平衡非常困難，因此如何迴避

「公共化」與「私密化」這兩種危險

成為西方公共理論以及公共政治 

實踐的根本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

的反思基礎上，產生了各種不同的

公共政治哲學，以及公共政治制度

和實踐方式。從本書的結構上看，

第一至三章探討了相關西方公共理

論的觀點，以及它們之間的分歧。

本書的八個議題其實

有一條主線或一個主

要問題貫穿其中：在	

一個現代社會中，該

如何實現公共領域與

私人領域之間的平	

衡，從而避免「私人領	

域公共化」和「公共領	

域私人化」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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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義	
大體而言，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 

更關注「公共化」帶來的危險，而

共和主義者以及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左翼知識份子更關注

「私密化」導致的社會問題。因此，

前者更注重如何限制公共權力對個

人領域的侵犯，而後者則更強調通

過公共空間的建構及公民美德的提

倡，促進公民參與。在對諸種理論

分析與批判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一

個良好的現代公共政治體系需要實

現「公私之間的平衡」，並指出不同

理論派別能夠為此提供哪些理論 

貢獻。

在此後五章，作者在社會結構

與政治制度、公民的觀念與行動這

兩個方面，分五個議題探討了如何

建構並維持一個良好的現代公共政

治體系。這五個議題的討論基本上

都體現了作者如何迴避兩種危險、

實現公私平衡的問題意識。在社會

結構與政治制度方面的論述中，這

種問題意識表現得尤其明顯。在社

會結構的建構上，作者強調公共領

域、私人領域與第三領域的互相重

疊與平衡；在政治制度設計上，強

調公權與私權的相互制約（「私權的 

公共維護與公權的私人限制」）；在

國家與公民關係上，強調兩者對公

共的相互限定（頁258-59、476）。所 

有這些對相互制約的強調，都是為

了在結構上保持公私領域的平衡。

秩序良好的公共政治不僅需要

制度支持，也需要公民具有某種精

神品質。因此，作者強調公民要有

公共理性以及公共精神。公共理性

是一種探究公共事務、形成共識與

「公意」的程序。只有通過公共理

性，才能避免公共輿論中的私人意

見遮蔽「公意」，同時也可以避免抽

象的集體化「公意」壓制個人意見

（頁319-22）。在公共行動上，作者

強調公民既要有激情，又要有理

性；既要有公共參與的美德，但也

要尊重不參與的權利（頁502-503、

516-19）。偏向前者會帶來「公共化」 

的危險，偏重於後者則會導致「私

密化」的困境。因此，我們可以看

到，如何迴避這兩種危險正是貫穿

全書的主要問題。

作者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與思考

無疑是以中國政治經驗為基礎的。

對「公共化」問題的關注，很大程

度上來自作者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

反思。本書出版後，任劍濤在一次

講座中就明確以他在文革中的經歷

作為例子，闡明「公共化」的含義，

並指出「文革就是中國最典型的徹

底公共化」6。關於「私密化」問題

的研究，任劍濤早在2004年就已

經有相關的論文〈私密化與公共關

懷——以當代中國為例的討論〉7。 

從題目上就能看到，他對「私密化」

問題的研究也是來自對中國政治現

實的觀察與反思。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政

治歷史來看，任劍濤的判斷無疑是

準確的。從1949年到文革，中國

社會結構的「公共化」愈來愈明顯。

早期的「私有制改造」使經濟領域

開始「公共化」，而到了文革期間的

「思想改造」，「公共化」達到了頂

峰。個人連最具私密性、隱藏在內

心的觀念和思想都要以各種思想檢

討或自我批判的形式，付諸於公共

審查。對於任何經歷過文革的人來

說，這種「公共化」帶來的痛苦是

畢生難忘的。

然而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

私人財產及個人生活觀念愈來愈得

文革期間的「思想改

造」，使「公共化」達

到了頂峰。改革開放

之後，「私密化」出現	

了。執政黨的「公共	

性」被動地受到削弱；	

市場經濟改革使人們

愈來愈多地關注個	

人事務，出現公共關

懷衰落以及政治冷漠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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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到尊重，市場經濟改革也促使私人

經濟的發展，一個相反的趨勢—— 

「私密化」出現了。首先是改革開放

促使社會日益多元化，這在客觀上

使得執政黨的「公共性」被動地受

到削弱。此後，執政黨採取「三個

代表」的意識形態及相關措施來提

高其「公共性」。但「權貴資本主義」

的批評日益增加，以及貪污腐敗、

以權謀私的問題愈來愈多，所有這

些都表明公共權力的私人化運用仍

然阻礙着「公共性」的重建。這也

是中國政府近年來進行大規模反腐

運動的根本原因。其次是個人生活

的「私密化」。市場經濟改革與發展

使私人生活變得更豐富多彩，但也

促使人們愈來愈多地關注個人事 

務以及私人情感世界，出現公共關

懷衰落以及政治冷漠現象。任劍濤

在其他著作中多有描述，在此不再

贅述。

至此，我們大體明白本書隱藏

起來的中國關懷是甚麼了。在筆者

看來，答案就是：當代中國的公共

政治建構，如何才能迴避「前三十

年」的「公共化」危險， 以及「後

四十年」的「私密化」困境？如何迴

避這兩種危險，既是西方公共理論

的主要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政治歷

史與實踐反思的主要問題。正是這

兩者在問題上的契合，使得作者能

夠把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懷隱藏在對

西方理論的研究這個主題當中。

三　大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

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宣示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

代」。站在這個「新時代」的門檻

上，本書對過去七十年中國公共政

治問題的理論化探討有何意義？筆

者嘗試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闡述。

首先，作者對這個問題的探

討，為當代中國政治「前三十年」和 

「後四十年」的問題提供了政治哲學

反思與批判，並在此基礎上為「新

時代」的中國政治改革提供兩條反

思性的基準線，這是本書最直接、

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公共化」和

「私密化」可以說深刻把握當代中國

政治史「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

的本質特徵。前者是公共領域過度

擴張並壓制個人自由，使個人利益

與私人生活完全得不到保障與尊

重，其結果是文革悲劇。後者是國

家「公共性」衰落，從而導致公共

權力的私人濫用；公民個體陷於私

人事務而缺乏公共關懷，以至於中

國政治改革喪失了動力。這兩者都

是需要避免的「惡」。因此，作者對

兩者的批判分析無疑為中國公共政

治改革提供了兩個準則：既要避免

「公共化」，又要避免「私密化」。在

當前左、中、右翼各種理論、各種

觀點糾纏不清的喧囂時期，尤其在

中共十九大後中國公共政治改革前

景仍需釐清的時期，這兩個最基本

的準則給公民判斷與思考中國政治

現狀及未來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相

對簡潔而理性的指引。

其次，作者對這個問題的提出

及其學術化分析，為中國公共政治

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本土資源與反思

動力。如前所述，西方學者與知識

份子對「公共化」、「私密化」這兩

種危險的歷史反思推動了西方公共

本書隱藏起來的中國

關懷是：當代中國的

公共政治建構，如何

才能迴避「前三十年」

的「公共化」危險，以	

及「後四十年」的「私

密化」困境？如何迴

避這兩種危險，既是

西方公共理論的主要

問題，也是當代中國

政治歷史與實踐反思

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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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及實踐的發展。最典型的例子

莫過於西方知識份子對第二次世界

大戰前後德國與蘇聯極權主義的反

思，奠定了當代公共理論的基礎。

有意思的是，自由主義者通常認為

極權主義是「公共化」的體現；而為 

當代共和主義思想來源的阿倫特卻

把它視為「私密化」的惡果8。這

種差異激發了公共問題的爭論，成

為當前西方公共理論對話與發展的

思想源泉。本書通過對當代中國公

共政治歷史與現狀的反思，提出了

同樣的問題，這使國內學者對中國

公共政治的討論與思考，擁有了一

個能切身觀察的事實基礎。同時，

對當下現實的感受及親歷歷史的切

膚之痛，也就成為學者爭論與反思

的動力，從而為中國公共政治理論

本土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理論本土化對於中國自由主義

知識份子來說尤其重要。這是因為

最近二十多年來，西方自由主義理

論遭遇一系列批評，使得西方自由

主義學者陷入一場疲於奔命的反應

性自我辯護中。當人們批評自由主

義無法包容少數族群，一批學者便

提出「多元文化主義」理論，論證

自由主義能更好地保護少數族群 

權利9；當人們批評自由主義忽視

公民美德，就有了《自由主義美德》

（Liberal Virtues: Citizenship, Virtue, 

and Community in Liberal Consti-

tutionalism）之類的著作bk。這樣，

西方自由主義學者日益退縮到為西

方憲政民主國家進行自我批評與辯

護的狹小論域中bl。他們忘記了世

界上還有許多國家的民眾抱有對憲

政、民主、自由的訴求。更重要的

是，這些經過「調適」與「收縮」的

自由主義理論喪失了早期那種激進

的批判性力量以及個體解放的使命

感，根本無法回應人們追求自由與

民主的強烈願望。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探究自由主義的學者顯得孤立

無援且地位尷尬。在某種程度上，

他們的處境就像當年共產國際宣布

解散後的中國共產黨一樣，必須立

足本土來建構理論並推進其學術研

究與社會批評的使命。

就此而言，「公共化」與「私密

化」問題的提出與理論化，可以說

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一方面，它

抓住了當代中國「前三十年」與「後

四十年」的公共政治問題的要害；

另一方面，它又與當代西方公共理

論的主題相契合。無論是對中國問

題的研究，還是對自由主義的理論

貢獻上，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再者，作者對「公共化」和「私

密化」的雙向拒絕，為自由主義與

左右兩翼學者的爭論設置了一個溫

良而有建設性的對話框架。「公共

化」與「私密化」的強烈現實批判

性，並不意味着作者對中國政治的

反思採取一種「政治神學」的好戰

姿態。恰恰相反，這種雙向拒絕塑

造了一種不走極端、溫良平和的對

話態度。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作者

在自由主義理論的許多經典議題上

都採取了溫和的立場：既強調市場

的作用，又承認在實踐中市場要受

到公共權力制約（頁272）；在公民

行動上，既強調理性但又承認激情

的必要性（頁502）。這種溫和的立

場並不是一種簡單的、不假思索的

妥協，而是作者在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的基礎上，對「公共化」與「私

密化」危險進行雙向反思的結果。

「公共化」與「私密化」

問題的提出與理論化

是一次有意義的嘗

試。它抓住了當代中

國「前三十年」與「後

四十年」的公共政治

問題的要害；又與當

代西方公共理論的主

題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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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相互滲透的

現代社會裏，公私之間既要保持適

當距離，又要相互支持。這樣一種

狀態就必然要求一種雙向拒絕的理

性思維。為此，自由主義者首先要

放下完全站在私人領域一邊來抵擋

公共領域的極端立場。

在作者提供的對話框架下，左

右兩翼學者對於中國社會「私密化」

的擔心與批評得到了作者一定程度

上的承認，儘管作者與他們對「私

密化」的表現與原因分析有很大差

別。我們不難看到作者在許多議題

上都承認公民美德、積極參與公共

生活的重要性，然而，他並不會因

此弱化對「公共化」危險的警惕。

正是這種防範意識，促使作者在對

話中指出兩派學者的觀點中可能存

在的為了「公共化」而壓制個人自

由的危險。換言之，這個對話框架

是有底線的，任何導致「公共化」

與「私密化」的觀點，作者都會毫

不猶豫地拒絕。但在這兩條底線之

內，本書給我們展示了探究自由主

義的學者一貫的寬容態度。

無疑，這個框架是作者從現代

主流政治理論的角度提供的，但它

是一個能夠合理期待的、可望被左

右兩派學者接受的框架。畢竟，雙

方雖然都對當前的「私密化」不滿，

但也不願意文革「公共化」悲劇重

演。換言之，如何迴避兩種危險是

中國左右兩翼知識份子共同面對的

問題，使得這個對話框架具有某種

「重疊共識」的力量。因此，我們不

要為本書首三章擺出的三大理論派

別爭論的論戰姿態所迷惑；實際

上，本書並不是要吹響戰鬥的號

角，而是要伸出和平之手。

四　結論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

一個結論： 本書為當代中國「前

三十年」與「後四十年」公共政治問

題反思，提供了一個政治哲學理論

框架。「前三十年」呈現出來的是

「公共化」的危險，最終帶來文革的

悲劇；「後四十年」體現的則是「私

密化」的傾向，導致國家權力的「公

共性」衰落困境，以及民眾公共精

神和政治關懷的缺失。對此，作者

的態度是明確的：未來中國公共政

治建構必須迴避這兩種危險。因

此，作者借鑒西方主流公共理論，

從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公民觀念

與行動兩個層面，闡明現代社會如

何才能避免這兩種危險，建構公私

平衡的現代公共政治。

對「公共化」與「私密化」的雙

向拒絕立場，使作者在許多議題的

論述上都顯得理性與平和。在當前

中國的各種政治聲調中，保持這樣

的理性態度無疑是重要的。不少支

持現代主流政治理論的中國知識份

子對最近兩年中國政治種種現象呈

現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停滯或倒退

的可能性，多有擔憂與失望。這再

次印證本書的洞見：一個良好的公

共政治體系的建構與變革不應寄託

於外在力量（神祇、哲學王或偉大

領袖），而只能產生於公民共同體

之內（頁385）。因為人類歷史表明， 

一旦這個外在力量希望把它的權力

用來實現某種高貴理想或信仰，可

能出現「公共化」的危險；相反，

如果這個外在力量不願意分享權

力，公共權力可能會出現私人化的

結果，成為領袖人物或集團的工

作者對「公共化」和「私	

密化」的雙向拒絕，

為自由主義與左右兩

翼學者的爭論設置一

個溫良而有建設性的

對話框架。這個框架

是作者從現代主流政	

治理論的角度提供的，	

是一個能夠合理期待

的、可望被左右兩派

學者接受的框架。

c173-201801007.indd   148 19年6月3日   下午3:31



	 	 公共的微言	 149	

	 	 大義	
具。換言之，文革「公共化」悲劇

如何避免重演，以及當前中國社會

「私密化」如何克服困境，最終要依

賴於中國公民之間的理性與行動。

總而言之，《公共的政治哲學》

不僅是一本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理

論的著作，同時也是通過西方理論

的研究審視中國問題的著作。一旦

我們注意到作者的中國關懷，就會

在閱讀中發現本書的微言大義；而

一旦我們讀懂其中的微言大義，也

就會對中國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與

認識。一本討論「公共」問題的著

作要以微言大義的方式來寫作，既

是一種諷刺也是一種無奈。因此，

在〈後記〉結尾處，作者不得不感

慨：「想說的話很多，能說的話很

少。」（頁566）然而，在筆者看來，

最重要的那些話已經說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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